清水江流域的内地化开发与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利用

——以天柱文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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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地见存文书的数量规模，探讨其所产生和形成的历史原因，总结其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对应密契关系。并结合新近公布出版的天柱契约文书，就其地域分布特点和颇为罕见的归户性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逐一予以合理的解读与阐释，适可见大规模地整理结集地方私家文书，必能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等诸多学科的发展，大有裨于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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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契约文书的使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性积累，不仅涵盖的区域人群极为广泛，而且遗存的数量规模亦颇庞大，已成为颇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献，见证传统中国社会变迁发展的重要文本依据。然而由于晚近以来剧烈的政治震荡和社会变动，各地的契约文书大多受到人为性的破坏而扫地殆尽。幸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部分区域性民间文书得以完整保存，遂使今人能够如实了解固有传统法律文书或私家档案的整体全貌。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成绩已极为可观，清水江文书的公布发行则刚起步
。而由我主持编纂的《天柱文书》，仅首批第一辑即达22册68卷，所著录者均为清水江流域天枉县民间私藏文书，而征集入藏于当地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各界公布者，不仅史料价值极为可观，即系统性、完整性特征亦极为突出
。为配合《天柱文书》的出版发行，近来又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反映清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开始进入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发展阶段。
一、清水江文书的遗存总量
清水江文书乃是继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堪称侗、苗、汉各族人民世代积累的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的巨擘大宗,世界级的珍贵文化记忆遗产。为摸清当地文书庋藏的家底，我们曾多次赴清水江流域调查，了解当地档案部门入藏数量，获取的数字己极为惊人。不妨列表如下，以见各县档案部门庋藏情况：
清水江流域各县档案馆入藏契约文书数字统计表

	县档案馆
	黎平
	锦屏
	天柱
	三穗
	剑河
	　台江
	合计

	入藏数量
	24320
	36482
	14000
	19542
	8000
	　1212
	103556


清水江文书之征集，以锦屏县为最早，统计数字亦最多，故学界往往以锦屏文书概指清水江流域所有文书。台江县则最晚，入档数量亦最少，然挖掘增多的空间却颇大。黎平“府境东接楚壤，南连粤域，而西北则界于黔疆
”，乃清水江与都柳江的共同流经地，部分已入档者可能为都柳江文书，然均同属一行政区域，故可暂时合并统计。而总计各县庋藏数量,竟已达至103556件。然而即使如此，大量契约文书依然散落在民间各自然村落，若比照分布地域广泛的乡民家庭私藏，103556件的入藏统计数字，仍可能仅为冰山之一角。如果以五倍于档案部门入藏数字的保守统计方法，客观评估散落于民间的契约文书，则其总数至少当在50万件以上。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人类文化财富。按照目前政府支持，乡民配合，学界主导的总体编纂原则，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发行，必然将是人类社会记忆遗产最宏伟、最壮观的系统工程，不能不视为了解或认识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民间史料渊薮，必将极大地推动古文书学的建设与发展。而如同凭借简牍文书、敦煌土鲁蕃文书、徽州文书、黑水城文书，遂有简帛学、敦煌学、徽州学、黑水学等新学问的问世一样，依据大量新公布的清水江文书原始资料以研究新问题，亦必将开拓出前景极为可观的研究领域，获取具有大量实证资料支撑的一流新成果，推动又一新的清水江学专门性学问的形成和发展。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尝试性地与天柱县人民政府合作，以陆续发表公布的方式，整理出版了首批第1辑22册天柱文书图录。释文点校工作也在逐步有序地展开，亦将陆续公诸社会，以求完整反映地方文书保存的实际，再现乡土中国社会的整体全息图景。而《天柱文书》一旦厕身于传世文书的著述谱系之中，相信亦会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催生更多的整理研究成果的问世。
　　　　　

二、见证清水江文明的存在
 清水江又称清江，乃是黔省仅次于乌江的第二大河，发源于都匀、贵定之间的斗篷山，流经黔、湘两省，为沅江之上游，实际即同一条河流
。最终则注入洞庭湖，乃长江的一大重要河流支系，亦为极为重要的古航道。而无论由滇经黔出楚，抑或由楚经黔入滇，都可凭借与长江直贯互通的沅江水系，联结西南与江南，乃至向更广大的地区延伸。而沅江-清水江与沅江-㵲阳河，更联结了横贯贵州东西全境的陆路交通大驿道，史称“滇楚驿道”，乃是与藏彝通道同样重要的又一文化走廊，或可迳将其称为苗疆走廊
，遂成为明清两代王朝国家经略开发的重点。倘若连同干流与支流一起计算，仅就清水江一段看，则流经的区域为贵定、都匀、麻江、福泉、丹寨、凯里、雷山、黄平、施秉、榕江、台江、剑河、黎平、三穗、锦屏、天柱(以上均在今贵州境内)、洪江(即湖南黔阳旧治)，且在洪江纳潕阳河称黔江，黔江以下则称沅江。沅江经常德而入洞庭湖，商贾贸易可经此而直抵汉阳。其中湖南之洪江，贵州之天柱，皆为清水江-沅江航行通道开发较早之地区，始终均为国家经营开发西南地区关注的重点，亦为以儒家为主的大传统文化转输武陵等地的要津，长期均为国家与地方礼俗文教交汇融合特征最为突出的区域。 
沅水航道的艰难，战国时期的屈原便已提到：“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入溆浦余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目蔽日兮，下幽晦吕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虽为诗家之言，可证由楚入黔的道路，仍主要为沅江水系，惟其艰难僻险之程度，已超出一般人想象，构成严格意义上的一线孔道，成为民间族群往返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式通道。地处㵲阳河上游的玉屏，尚建有祭祀三闾大夫的专祠
，可见沅江水系具有极为重要的跨地域连结作用，黔湘两省文化的联系从来都极为密契，不妨视其为地理范围广袤的水系文 化，从来都与传统所谓武陵地区多有交集。今清水江流域天柱境内发现大量古代文明遗址，出土文物如石、陶、瓷、铜等达万件以上，时间涵盖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商周、战国秦汉、宋明等时期
，其中商周遗存与沅江支流锦江流域的发现相似
，适可见商周之际沅江上游人类文化活动的交互性及趋同性。以沅水－清水江及其支流为水运通道，联结今湘西及黔东、黔东南地区，当有一个范围广大的商同文化系统，风格特征则与地理环境对应，而迥然有别于其他区。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则说明族群活动乃逆江而上，大体已渗透至今台江一带
，文化类型则同时兼有楚、巴、土著三种特征
。而清水江支流亮江锦屏县境内，也有旧石器遗址的发现，类型与湖南沅江流域及黔省清水江流域史前遗址出土石器较为为接近，明显不同于贵州西南部同期石器技术系统
。锦屏县阳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则将清水江流域文明提早到一万年前
，均足以说明清水江文明不仅起源甚早，长期绵延不断，同时也是多种文化汇聚碰撞的核心地带，代表了跨族群交流的一大典型区域。故延至明清两代，其战略地位越突出，国家重视的程度就越高，开发的力度也越强。特别是入清以来，国家欲开辟苗疆，就不能不控制清水江，而开辟苗疆与控制清水江，则可以确保整个西南地区的稳定，形成西南与西北相互呼应的连环边疆战略体系。故雍正年间清水江航道遂凭借国家力量彻底浚通，苗疆亦经过武力开辟而纳入了王朝行政管理体系，原先“梗隔三省，遂成化外” 的局面则完全改变
，当地的内地化发展进程从此明显加快，民间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往活动也日趋频繁，清水江作为苗疆地区的重要文化走廊，也从“民道”一跃而具有了“官道”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联结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促进中原、江南与西南腹地往来交流的重要作用。易言之，即不仅外地汉族移民迁徙进入的规模速度明显增大加快，即当地世居民族也发生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的身份转换。清水江两岸庋藏契约文书的众多自然村落，恰好分布于黔湘毗邻的广袤苗侗文化区，显然乃是久远文明不断积累的结果，离不开河流文明的长期养育，既暗藏着大量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信息，也折射出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关系。千千万万乡民保存的都是活态的有生命的文书，可说都在以“活”的方式见证着清水江文明的存在。清水江文明扎根的基础显然离不开乡民的生活世界，离开了生活世界便谈不上灿烂多彩的清水江文明，当然也谈不上契约文书的产生、积累和保存。文化、历史、乡民、国家等社会结构存存的整体，都以信息的方式隐身于契约文书之中，等待人们来见证其固有的活态特征，还原乡土中国社会的本来真实。
三丶经济开发与文书积累
清水江流域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清代以来的史书志乘记载颇多。乾隆年间的爱必达就特别提到：“(黎平府)郡内自清江（今剑河县）以下至茅坪（属锦屏县）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荫，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具备。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然郡之多盗亦以此。楚粤之民，往往混迹于工匠之内，悠为抢劫。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几数十万，距府治几二百馀里。
”稍后的吴振域也强调，清水江自雍正七年(1729)经鄂尔泰、张广泗奏请开浚疏通后，“自都匀府起至楚之黔阳县止，凡一千二十余里，于是复有舟辑之利。今贾人鬻清平铅下武陵，抵汉阳者，由此道也。
”可见清水江已成为当地木材运输外销的一大重要通道，江淮地区即其长程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距离府治治所二百馀里的茅坪、王寨、卦治等处，都是木材聚散转输贸易的重要码头，人口总量几乎达到数十万，数字已极为惊人。其中大量为外来经商的客户，不仅时有利益分配上的争斗，而且治安问题也频繁发生，遂不能不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除长途运输木材外，铅也成为极为重要的远程贩卖货物，具体的路线则为：“商贾贸贩由广陆运至龙头河(原注:凡三十五里),由龙头河水运至清水厅，而洪州，而常德,而汉阳，凡三十八程，汉商而贩运，遂达四方矣。
”具见清水江航道之重要，取系地域之广袤。而大量层累积淀的各种类型的文书，当然也是当地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在官方典籍国家话语的自觉记录之外，又多了一重民间文本不自觉的表达，结合二者多方比对并周纳折衷，或许也是值得学界提倡的一种二重证据法。
不断加快的国家化发展进程，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汉族文化的不断南渐，各族群文化的相互浸润，日趋频繁的贸易交换活动，逐渐发达的经济社会生活，当然也极大地改变了乡民的风规礼俗，重塑了乡村的社会生活结构，提高了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强化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往能力。乾隆《清江志》载:“黔山多童，先年之苗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其名者。今则种松裁杉，森森郁郁，剧有繁昌象。而地又近河，每年伐木扎排，顺流而下，售于洪江、常德等处，而生民之日用舒矣。
”足证商品经济的植入，已极大地改变了地方习俗结构，虽在辟远的苗侗山区，也开始发展经济林木的种植，形了混农林经济的生产方式。加上清水江特有的交通航行便利，木材遂大量贩运至洪州、常德等地，不仅转辗延伸销售的地域极为广阔，已形成了巨大的商业贸易网络，而且沿岸地区也涌现了不少或大或小的聚落，更改善了乡民的日用家庭生活。清水江流域输出的是木材等一类原初物产，输入的则是来自其他区域的财富与文化。与清水江源源滚滚不断流动着的江水一样，各种人、财、物的流动也在不断加快自身的运转速度。至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拓殖深入，各种文化因子的传播重组，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往融突，社会结构的变迁调整，也在沿着清水江航运河道两岸，特别是具有交通枢纽意义的中心码头，向四周边远山区逐步推进扩散，形成了复杂的差序格局地域文化面相。足证“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
”衡以清水江的具体实际，则可说其航道之畅滞，物流之通阻．亦关涉地方之开发，经济之荣瘁，民生之良窳，物质之调配。可见交通之于地方开发，其作用决不可轻易低估。
财富的流动象征着山区的富裕，也隐喻了人际交往关系的复杂。面对各种多元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则不能不产生必要的礼俗协商运作机制。而当地苗侗民族固有的“议榔”、“侗款”等习俗议事方法，本质上也是一种民间习惯法协商制度。多种多样的文化因子的酝酿耦合，显然也构成了契约文书产生积累的历史性成因。故当地无不视盟约为神圣，敬文字如鬼神，以致“宁烧房子，不烧契子”
，虽历经各种天灾人祸浩劫，然大量文书仍得以长期完好保存。
四、天柱县文书庋藏地域分布情况
天柱县位于清水江下流西面，东邻湖南会同、芷江两县，南接黔省锦屏县及湖南靖州县，西连省内三穗县，北靠湖南新晃县。南齐时曾设东新市、南新市二县，属东牂牁郡。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屯溪后溪千户所，隶湖广都司，二十五年置天柱守御千户所，属湖广靖州。万历二十五年(1597)置天柱县，与守御千户所同治，并析绥宁、会同二县地益之
。盖当地柱石山一峰直峙，宛如柱石，县名遂以此得之
。雍正五年(1727)改隶贵州黎平府
，十一年，改属镇远府。乾隆元年(1736)，置远口巡检司，归隶天柱县，在县东六十里。民国三年(1914)，改远口巡检司为远口分县。二十五年(1946)，省远口分县入天柱县。今天柱县所辖乡镇主要有风城镇、邦洞镇、坪地镇、蓝田镇、瓮洞镇、远口镇、坌处镇、高酿镇、石洞镇、白市镇、社学乡、浪马乡、竹林乡、江东乡、注溪乡、地湖乡。而此次由笔者主持编纂出版的《天柱文书》，则主要涉及瓮洞、江东、白市、高酿、石洞、竹林、坌处、渡马、兰田、远口等十个乡镇，涵盖黄巡、岑板、克寨、瓮洞、大段、大坪、对江、地样、新舟、优洞、勒洞、地良、春花、上花、地坝、木杉、甘洞、邦寨、丰保、摆洞、冲敏、南头、竹林、梅花、力木、高坡、大山、共和、地锁、远洞等三十个村寨，均一一按其行政区划归属及自然村落秩序，分卷列目部次类居， 则一方民间文书之洋洋大观者，均概乎见于兹篇矣。
天柱建县之初，首任知县朱梓即召集地方民众修筑县城。而当地苗侗民族亦“自行输木兴工，创堂宇二所，其文庙、明伦堂等项，各有人承造
”。可见与其他“生界”地区不同，不仅国家行政力量进入天柱的时间较早，儒家价值植根当地的速度亦快。即使代表国家治理苗疆的“王化”策略，亦受到不少地方精英的认同。而万历二十五年即在“生界”多而“熟界”少的苗疆地区置县，遂成为地方社会国家化发展变迁进程的一大标志性事件。所谓“易刀剑而牛犊，易左衽而冠裳，好勇习战之风，日益丕变”云云
，即反映地方礼俗风规，已朝着内地化的方向演变转化。而国家化的发展与内地化的进程同步，更强化了社会整体性变迁的良性互动趋势。这一整体社会变迁趋势，入清以后则愈加明显，以致已经接受“王化”的族群，亦有意与未受“王化”的其他族群，主动作出自我区分式的界划判别：“苗蛮所辖，悉系剃发峒苗，语言、服价与汉族无别，并无蓄发苗人搀杂其间。康熙间，县内生童入学，取额之外，尚有苗生三名，因峒苗耻居苗类，不愿有生苗名目，已经前县详请裁汰。近年来，虽间有贸易客民置买田产，落业居住，彼此联为婚媾，相习相安，不待编查也。
”可见当地已经接受“王化”的熟苗，不仅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无别，即通婚亦为常见的现象。社会生活的结构及样态既然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日趋复杂，具有法权证据意义的契约文书，无论性质类别或规模数量，其在层累积淀的过程中逐渐增多，就不能不成为历史文化变迁的一种必然。
清水江流入今天柱县境，乃在锦屏县的茅坪镇杨渡溪杨渡角处。入境后复流经坌处、远口、兴隆、白市、瓮洞等地，最后经当地金紫村出境，先注入沅江，再汇入洞庭湖。总计流经天柱境内者全长77公里，流域面积达1945万平方公里。而流经天柱县境而注入清水江之支流，以及支流之支流，数量也颇多，遂形成涵盖面极广的水道网络体系，不仅水资源极为丰富，即航运交通也十分方便。尤其“自都匀府起，由旧施并通清水江，至楚属黔阳县直达常德”
，天柱恰好为黔、楚两省的一大连接枢筦，诚可谓“上控黔东，下襟沅芷，囊百蛮而通食货，顺江流而达辰常，山川耸峻，楠木东流，界在黔楚之交，尤为峒苗砥柱
”。河流航运则“大筏小桴，纵横连束，浮之于江，经奔(坌)处、远口、瓮洞，入楚之黔阳，合沅水而达于东南诸省，无不届焉”
，不仅为人员物流往返必经之地，而且形成了不少码头集市交易城镇，乃至成为南部中国的商品聚散地，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贸易文化圈。“通计合邑大小场集，凡二十八，惟远口地广烟稠，为巡检分防所，临清水江，商贾汇萃、百货流通，场集为最，邦洞次之，瓮洞、蓝田又次之，馀俱不分轩轾
”。故凡收入《天柱文书》的各种类型的文书，若分析其固有的来源地，如白市、江东、渡马、远口、邦洞、瓮洞、蓝田、清浪、坌处等，虽市场规模仍有大小之不同，地区差序格局仍很明显，然大体均为沿江往返贸易运输的重要通道，实乃多族群文化互动交流的核心区域。故契约文书的遗存数量也极为可观，村民家家户户都珍秘为祖传宝物。具见无论社会结构的复杂，抑或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都决定了人们必须以文书来作为相互协议认可的法权文本依据，从而更好地规约当事人双(多)方合理性的物权或债权，说明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维护所有权制度秩序的稳定，确保社会交往机制的正常运转。清水江文书历史性的层叠和积累，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民间法规范关系的体现，地方礼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俗风规不断变迁的具体见证。
　　　

五、以乡镇为中心的统计数字
　　　天柱文书截至2011年年11月，已征集入藏于当地档案馆的文书，达一万四千件。日前征集工作尚在进行，数字仍在逐年上升。以截止于2013年10月为限，总数则已增至22000件。收入首辑《天柱文书》者，即达二十二巨册，总计六十八卷近七千件，均为2009年9月以前征集入档的。时间则上起顺治年间
，下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则征集到明代成化二年(1466)、万历二十四年(1596(1643))、崇祯十六年的田契、诉辞、合同
，或可说明当地文书产生的年代，至迟当在十三至十四世纪之间
。2011年11月以后入藏者，亦拟继续整理编纂，分两辑公布出版，以裨学界甄采利用，从而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
与锦屏文书林契多而地契少不同，天柱文书则是地契多而林契少，适可说明当地固然亦多采用混农林生产经营模式，但农业仍在其中占具了主导性的地位。早期则白契多而红契少，愈往后则红契愈多而白契愈少，揆诸当地社会变迁发展的实际，亦与不断内地化的整体历史进程对应一致。而土地卖买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种类纷纭，名目繁多，更与社会秩序的复杂结构契合对应，折射出世俗生活事相林林总总的整体。为反映文书收藏地域分布的自然秩序状态，故全书分卷列目亦一概按照乡镇村寨编次排例。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特将具体情况表列如下：
天柱县各乡镇及其所辖村寨文书分布统计表

	乡镇
	村寨
	文书总数（件）

	白市镇
	对江
	127

	白市镇
	地样
	9

	白市镇
	新舟
	7

	坌处镇
	大山
	112

	石洞镇
	摆洞
	280

	石洞镇
	冲敏
	41

	江东乡
	大坪
	210

	渡马乡
	共和
	6

	兰田镇
	地锁
	9

	远口镇
	远洞
	41

	竹林乡
	高坡
	348

	竹林乡
	梅花
	200

	竹林乡
	竹林
	12

	竹林乡
	南头
	37

	竹林乡
	力木
	28

	竹林乡
	（不详）
	10

	瓮洞镇
	黄巡
	560

	瓮洞镇
	岑板
	201

	瓮洞镇
	瓮洞
	37

	瓮洞镇
	（不详）
	58

	瓮洞镇
	克寨
	142

	瓮洞镇
	大段
	123

	高酿镇
	优洞
	1043

	高酿镇
	地良
	947

	高酿镇
	上花
	274

	高酿镇
	丰保
	75

	高酿镇
	春花
	449

	高酿镇
	地坝
	181

	高酿镇
	木杉
	210

	高酿镇
	勒洞
	83

	高酿镇
	甘洞
	701

	高酿镇
	邦寨
	354

	（来源地不详）
	
	14

	总　计
	
	6929


　

透过表格即不难看到，绝大多数的文书，其来源地均极为清晰，加上每一文书之下，均尽可能地注明了原持有人，提供了必要的农户收藏信息。因此，与徽州文书相较，无论就来源地或归户性而言，天柱文书的编排著录都极为清晰。而来源地与归户性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历史是由时间空间与人类三项因素组成的，换言之，历史就是人类在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空间中活动的总体。研究历史要注意时间性，这是人人所深知所留意把握的观点，但一般都比较容易忽略空间性的因素。就空间言，大家都注意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但研究一国的历史就往往忽略这一国度内区域间的差异性。此在小国犹可，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必须注意区域性的差异与联系。
” 而来源地或归户性的准确判定与著录，除了关注时间的清晰性衔接链条之外，更重视空间上的密契照应关系，以求提供更多的家族(庭)、村落、区域变迁发展的信息，同时也方便学者展开定位准确的田野调查。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一窥当地文书系统性与完整性所表征的地域面相或族群归属，获取可靠来源地和归户性所显示的地域空间文化内涵，避免时间紊乱、空间淆混可能导致的误解误读，消弭移甲就乙、张冠李戴所造成的人为性历史事件错置，从而更准确地摸清族群运动的规律，把握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脉络，了解百姓日常伦用的生计状况和心态状况，弥补宏观史学难以涉及民众生活细节或家庭变迁个案的不足，丰富观察乡土中国不可或缺的村落族群生存与生活的具体经验，积累更多的以笫一手原始资料为支撑的微观或中观的史学研究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契约文书的征集工作，地方政府是本着自愿原则，以代为保管的方式，与乡民协商登记，始编号入馆归档的。自愿原则的出发点乃是尊重乡民应该享有的权益，但也说明未能征集入档者数量颇多。上表所列并非就意味着可以反映村落庋藏的完整全貌，随着征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特别是随着数字化工作的逐步落实，我们将会以补辑的方式，继续完善相关文书的整理与公布工作，实现有步骤、有系统、大规模出版的整体计划。
六、天柱文书的地域特点
包括天柱在内的大批清水江流域文书的公布出版，将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提供大量的材料取用依据。而在继续强化诸如法制史、民族史、习俗史、商业史、土地关系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显然也可进一步扩大社会历史文化整体观察的视野，撰写能够反映各种力量复杂互动的多面而整体的全息性社会生活史，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乡土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合为一体的完整中国
。

全面而完整地认识中国，显然必须注意地区的差异性，不能不整合不同地域的经验，充实华夏文明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从中原核心区来认识中国，同时也要从民族边缘区来认识中国；不但要从国家政治结构来认识中国，而且也要从民众生活结构来认识中国。既要看到不同区域时间发展上的多线条结构差异性，也要了解各个民族空间发展上的多样态结构特殊性。这不能不要求我们具备上下远近多重互观的历史察照眼光，从而建立起与传统中国复杂整体结构相应的完整知识系统。而清水江文书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实观照传统乡土社会的窗口，不仅意味着文书学资料的丰富，也预示了相关学术成果的剧增，为更好地了解完整而全面的中国，提供了资料凭藉的一大助缘。
分析《天柱文书》所著录的近七千件文书，若与其他地区的类似文书相较，尽管彼此之间的共同点甚多，但地区性的特征也颇为突出。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为汉语记苗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书写情况。具体慨括，又可分为三类：(一)汉字记苗音或侗音；(二)半汉半苗或半汉半侗意译与记音混用；(三)汉语迳译苗语或侗语。均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折射出侗、苗、汉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值得采取侗语、苗语、汉语多重语言互证的方法，展开可靠而准确的释读工作，避免释义歧异可能导致的错误发挥，影响研究成果的妥适与允当。
解读天柱县各自然村落层累积淀的文书，尚不能不注意者即为当地的习惯法。如土地卖买契约文书，牵联产权的归属，涉及四至的划定，均必须获得当事人极为清晰准确的认可，乃至形成“埋岩为界”的习俗，而多见于当地的契约文书。所谓“埋岩为界”云云，即于可能存在争议的土地界线上，埋入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号性“界岩”，以作为产权归属与区分的法权凭据
。而“埋石”事涉重大，固然不能不礼请中人以作凭证，但更重要的是时有相应的仪式活动，即所谓“宰款合榔”，或称“埋岩会议”，亦可概括为“苗俗”、“苗例”，实即民间习惯法。目的则是突出行为事宜的合法性，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可度。而“休书”(离婚书)既有男休女，亦有女休男，与汉族婚俗明显存在差异，亦应结合当地“不落夫家”礼俗来详加考察，看到处理婚恋情感的另一方式，了解家族双方交往沟通的运作机制。“不落夫家”其实乃是结婚与家庭生活的一种过渡，与汉族严格意义上的“出嫁”不尽相同
，故所谓“休书”只是固有婚约的放弃或解除，而非家庭或家族的解体或破裂，显然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情感天地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和危机，未必就会引发双方及背后族群联系纽带的震荡或断裂。足证习惯法既为族群内部人人认同遵循的约束力量，当然就是地方秩序稳定的一大文化构成因素，一般均会融入涵盖风物、民俗、伦理、人情、信仰的传统世界之中，转化为包括订立契约在内的民间日常生活的交往行为，不能不随时随处反映在本身即是习惯法的显现的契约文书之中，构成极为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或民族性特点。
当然，从更宏观的视域展开分析，包括天柱在内的清水江文书，也以民事规范的方式反映了传统中国民事法秩序的核心内容，为了解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活态文本资料
。而晚近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及相关成绩的取得，也多得力于各地民间文书的陆续发现与结集公布。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较少发现大规模契约文书的空白，同时也扩充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利用范围。倘若进一步结合其他大、小传统的文献资料，辅以必要的实地踏勘、口碑搜访等田野调查工作，则不仅有裨于重新在苗疆发现历史，展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历史进程，积累区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而且也有助于丰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个案成果，扩大见证华夏民族社会经济变迁发展的资料取用范围，寻绎国家与地方互动整合的经验模式。尤其重要的是，研治中国历史不能仅局限于汉族或少数民族互不关联的单一化角度，进行割裂式的研究或描述。与此相反，我们必须具备汉族与地方族群，以及族与族群之间错综复杂交流互动的广阔观照视域，才能更好地展开整体而全程的分析与讨论，从而避免简单化约的弊病，还原一体多元的固有历史文化真实。而清水江书所提供的罕见归户性信息，则最便利于我们整合地域与民族展开综合的研究，获取类似或超越西方年鉴学派的区域性学术研究成果。借此因缘际会，或许亦能催生出一批拓殖垦荒，甘愿寂寞，然又能引领学术文化潮流，开辟学术文化新天地的大师级人物，建立扎根深厚文化土壤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域学学派。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承续先哲将堕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
。”因此，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公布始终都以研究成果的取得为目的预设，相信凭借新资料研究新问题必定能形成花簇似锦的学术繁荣局面。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近年来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长期以来，我始终强调“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认为大量濒危的纸质民间契约文书，如果不有步骤、有计划地及时加以抢救，很可能便会从天壤间毁损消失，人类从此将失去一份珍贵的文化记忆遗产，史料固有的生态来源的多样性也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而抢救之后的契约文书不能变成躺在档案馆的“死”材料，必须通过整理将其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以求扩大我们对传统中国经济文化——特别是长期受到遮蔽的乡民社会——各个方面的认识空间。所以整理之后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迅速向学术界公布，只有公布才能真正实现化私藏资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而无论抡救、整理或公布，最终的目的都是方便学者的研究利用，通过研究利用最大化地实现契约文书内涵的史料价值或学术研究价值，使无生命的“死”材料变成有生命的“活”材料。当然，在做好抢救、整理、公布和研究工作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兼顾乡民、政府、学界三方面的利益，最好能做到相互间的良性互动，以地域学的方式包容—切可以包容的官方与民间的力量。而正是因为无数有识者的热心帮助，出于不忍难安之情,我们才凝聚诸多同道，摒去浮躁，力戒功利，甘愿劳己逸人，拥彗清道，爬疏整理大量民间文书资料， 为此智者不为之事。继《天柱文书》之后，清水江流域其地各县，亦将陆续仿效而为之，则出版规模必将继续扩大，其沾溉吾国学术，亦将无穷矣。
癸已年霜降谨志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晴山书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 11＆ZD096］”，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贵州清水江文书研究”(2011RWXKYB045) 阶段性前期成果。


作者张新民(195o-)，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贵州省儒学会会长，主事从事中思想文化史与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清水江文书己整理出版者，主要有(日)唐立、杨有赓等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一1950)》，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应强、王宗勋主编的《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09年、2011年版；陈金全、杜万华主编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所收录之契约文书，均仅限于锦屏一地，清水江流域其他各县，则未能涉及。


� 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笔者所见者，尚为提前排印之样书。


�统计数字均截止日期为2011年10月，表格次序则依笔者调查路线排列。具体数据来源详见《黎平县历史文书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项目工作情况汇报》、《锦屏文书抢救保护情况汇报》、《天柱县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工作汇报》、《三穗县档案局“锦屏文书”档案抢救和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剑江县“锦屏文书”抢救和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关于台江县清水江文书抢救收集工作情况的汇报》，以上材料均为2011年10月各县档案局或锦屏文书抢救领导小组内部打印本。随着征集工作的不断开展，入藏数量当会陆续增长。借此机会谨向暂时无法一一具名的提供资料的众多档案工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参阅张新民《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载《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 光绪《黎平府志》卷一《天文志》，光绪十八年(壬辰)刻本。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爱必达(乾隆)《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收入《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第193页)“郡之东以清水江为界，即古之沅江也。” 吴振域《黔语》卷上《开通清江之利》(《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引《水道提纲：“清江为沅江上源。”又云：“清江，源出都匀东北诸山。可证清水江与沅水为同一条河流，至迟清代学人已有清晰之认识。


� 参阅张新民：《叩开清水江文化走廊的大门：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调查》，载《人文世界》第五辑，巴蜀书社2012年版。


�（楚）屈原撰，（宋）洪兴祖补注：《楚辞补注 》卷四《九章章句第四·涉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9—130页。


�张澍：嘉庆《续黔书》卷二《三闾大夫》，光绪十五年贵阳熊氏重刻本。


�参阅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发堀：《贵州天柱史前遗址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发堀：《贵州天柱瓦灌滩元代窑址》；载中国文物报社编《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09》(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８１９)，第337-338页，第338-339页。又清水考古队供稿：《贵州清水江流域遗址群》；杨仁炯执笔：《贵州天柱烂草坪遗址》；吴小华执笔：《贵州天柱江东溪口遗址》；见《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10》，第572－557页，第579页，第579－582页。


� 锦江地区的文化遗存，亦分属于西周、春秋、宋代前后等不同时期，而以宋代前后最为丰富。其中先秦时期的遗存，则与湘西地区同期考古遗址类型极为相似，均足以说明其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见参阅张改课等：《贵州铜仁锦江流域考古发掘》，载《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10》，第58z-585页。


�参阅清《贵州清水江流域遗址群》、《贵州天柱烂草坪遗址》、《贵州天柱江东溪口遗址》，分别见中国文物报社编《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10》(，第572－557页，第579页，第579－582页。


� 天柱考古遗址虽同时兼有楚、巴蜀、本土三种文化特征，但仍以楚文化最为突出。贵州省考古研究所李飞先生尝主持发掘工作，此点承蒙其亲自告之，谨申谢意。


� 参阅张改课等：《贵州锦屏亮江流域考古调查与发掘》，载《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010》，第566－568页。


�参阅张兴龙等：《贵州锦屏阳溪旧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文物报社编《中国考古新发现：年度记录210)，第568－670页。


� 《清史稿》卷五二0《土司传一》，北京 ：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册，第14205页。


� 乾隆《黔南识略》卷二十一《黎平府》，《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第196页。标点咯有改动。


�吴振域：《黔语》卷上《开通清江之利》，《黔语》、《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334页。


�吴振域：《黔语》卷下《铅》，《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合刊本，第363页。


�乾隆《清江志》卷一《天文志》“气候”，贵州省图书馆藏钞本。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张异莲：《论锦屏文书的特点与价值》，载《档案学研究》2011年6期。


�郭子章万历《黔记》卷二十一《兵戎志》(上海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三年刻本)：“靖州、会同县、通道县、绥宁县、天柱县，万历二十四年贵州巡抚江东之题建。”然正式设县，似当在次年。


�参阅乾隆《黔南识略》卷十五《天柱》，《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第137页。


� 参阅雍正《湖广通志》卷三《沿革志》，雍正十一年刻本。


� 《建天柱县咨文》，载康熙《天柱县志》卷上《城池》，民国北平来薰阁影印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康熙《天柱县志》卷上《风俗》。


�罗绕典： 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六《镇志府》“天柱县”条，《续黔南丛书》第2辑，上册，第372页。


�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四“乾隆三年八月辛卯”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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